第九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进步和民族融合
（189—581年）
第一节  三国鼎立
一  从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
1．汉末军阀混战
东汉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少帝（刘辩）继立，外戚、大将军何进辅政。何进与袁绍密谋，召并州牧董卓率军入京，铲除宦官。因谋泄，何进为宦官所杀，袁绍又入宫尽诛宦官。董卓率兵进人洛阳，废杀少帝，另立刘协为帝(献帝)，自封相国，独揽朝权。史称“董卓之乱”。

初平元年(190)，关东(潼关以东)牧守、豪强推袁绍为盟主，以讨伐董卓的名义，纷纷起兵。大军在洛阳附近滞留不前，董卓则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以避其锋。关东联军失去共同攻击目标，彼此拼杀起来。不久，司徒王允与吕布合谋杀死董卓。接着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先杀王允，随即相互混战，关中大乱。

经过近10年的混战与兼并，到建安四年(199)，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六七股较大的割据势力：袁绍（据冀青幽并四州）、曹操（据兖豫二州）、孙策(据江东)、刘表(据荆州)、刘璋(据益州)、韩遂与马腾(占有凉州)、公孙度(据辽东)等。

思考及提示  汉末军阀混战爆发的原因： 1.东汉自建国以来豪强地主经济、政治势力的不断膨胀 —— 主要原因； 2.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州郡官吏和地方豪强乘机扩充武装，以及中平五年(188)，东汉政府把一些重要地区的州刺史改为州牧，总揽一州军政大权 —— 重要原因； 3.黄巾军主力被镇压后，东汉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再次激化 —— 导火线。

2．官渡之战与曹操统一北方
在军阀混战初期，袁绍势力发展较快，先后占据了青、冀、幽、并四州之地，成为当时最大的军阀。他在汉运将尽之际，他很想由自己统一中国，称帝天下。曹操势力的发展则更令人注目。他打败青州黄巾军，“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占据了兖、豫二州。建安元年(196年)，采取两项重大措施：一是把汉献帝迎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二是在许下募民屯田，初步解决了军粮问题。之后大败袁术、攻杀吕布，打败刘表、张绣，击溃刘备，成为可问鼎中原的铁腕人物之一。

建安五年(200年)，袁绍、曹操两大割据势力之间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 ——官渡(河南中牟东北)之战。在战争中，曹操充分发挥了杰出的军事才能，采取了声东击西、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术，以一二万人马尽歼袁军十万主力。袁绍仅率八百轻骑逃回河北，次年袁绍忧愤而死。官渡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它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

以后几年，曹操率军先后攻杀袁绍儿子袁谭、外甥高斡，全部占有了原来袁绍的地盘。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又亲率大军远征乌桓，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3．赤壁之战与三国鼎立的初步形成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亲率大军南下，意图进而统一全国。此时南方主要有四大军阀，即孙权（江东）、刘璋（益州）、刘表（荆州）和依附于刘表的刘备。他兵锋首先指向刘表和刘备。

曹操军队还没有到荆州，刘表病死，少子刘琮代立。刘琮不敢与曹操对抗，于是向曹请降。刘备闻讯，急忙率军从樊城(湖北襄阳市汉水北)退往江陵，长坂(湖北当阳境)被曹军击溃，只得转而退往夏口(湖北汉口)。同时派诸葛亮去柴桑(江西九江市西南)见孙权，准备联合抗曹。 

曹操占领荆州后，立即准备顺江而下，他写信给孙权，说将率80万大军与孙权“会猎于吴”。此时，诸葛亮到达柴桑，与周瑜、鲁肃一起为孙权分析双方形势，说服孙权联刘抗曹。孙权派周瑜领军三万，与刘备一万军队联合迎击曹操，双方在赤壁(湖北蒲圻西北)相遇，于是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
双方开始打了一场遭遇战。曹军失利，北撤至江北乌林，孙刘联军屯兵南岸，两军夹江而阵。不久，周瑜用苦肉计使黄盖诈降，又乘东南风起，火烧曹营，继而孙刘联军水陆并进，大败曹军。曹操率残兵逃回江陵，命曹仁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自己则退回了北方。
赤壁之战也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曹操在这一战役的失败，使他统一全国的希望化为泡影，从而形成了天下三分的初步格局。
4．三国鼎立局面的确立
赤壁战后，曹操转为专力经营北方，先后平定了凉州马腾、韩遂，汉中张鲁(215)，取得了关中、凉州和汉中地区。对南方则采取防御方针，固守汉中(后退守长安)，襄樊、合肥一线。

战后，刘备先取得荆州大部，又攻占益州。建安二十四年（219）两道出击，进攻曹操。西线夺得汉中；东线镇守荆州的关羽进攻襄樊，掳于禁、斩庞德，威镇北方。至此，刘备势力发展到顶峰，真正成为鼎足三分的一极。
孙权于战后一面同曹操争夺荆州和江淮地区，一面又派步骘招抚了占据广、交(两广及越南北部)的士燮兄弟，将岭南收归版图。但刘备势力的强大，引起了他的不安。于是暗中联合曹操，乘关羽全力进攻襄樊之际，派吕蒙袭杀关羽，夺得荆州，将刘备封锁于三峡之内。三国鼎立的趋势更加明朗。
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于是年十月代汉称帝(文帝)，国号魏，都洛阳，史称曹魏（－ 265）。第二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 263）。222年，刘备以替关羽报仇为名，亲征东吴，企图夺回荆州，但大败于猇亭(湖北宜都北)。至此，曹、刘、孙三方疆域基本固定。同年，孙权称王(229年称帝)，国号吴，都建业(今南京)，史称东吴或孙吴（－ 280）。三国鼎立局面完全形成。
思考  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原因及其历史影响。
二  魏国对北方地区的重建
1．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
连年的军阀混战，给社会生产，特别是给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为此，曹魏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措施。

① 推行屯田制

分为“民屯”、“军屯”两种形式，实质都是国家以强制或半强制的手段使土地与劳动力相结合。

民屯始于建安元年(196)。许下屯田成功后，曹操又下令“州郡例置田官”，把民屯推广到各地。主要分布在许昌、洛阳和黄河中游水利条件较好、土地肥沃或有战略意义的地区。采用了军事组织方式进行管理，将招募或强制迁移的流民(称“屯田客”或“典农部民”)“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司马之上逐级为屯田都尉、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中央则是大司农总领，自成一系统，不属郡县。政府对屯田民收取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田租。

军屯正式建立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左右，黄初年间(220－226)大规模推行。生产者是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士家”)，剥削率大致与民屯相同。基本单位是营(60人)，之上有度支都尉、度支中郎将或度支校尉等官职。大多设在有军队驻扎和“士家”聚集地区，特别在与吴、蜀对抗地区，因重兵驻守和战略需要，规模尤大。如淮河南北的军屯，“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耕且守”，后发展到十余万人。
    ② 注重吏治和颁行租调制

曹魏对地方官的考核，以户口、垦田增减、盗贼多少为升降。因此地方官大都注意采取各种方式招抚流民，劝课农桑，为恢复生产创造基本条件。

曹魏在建安九年(204)颁布田租户调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这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利于调动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

曹魏政府还强调地方官“不得擅兴发”，并下令“重豪强兼并之法”。
③ 兴修水利
曹魏政权还十分注意兴修水利工程，如合肥一带的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堰，淮颍地区的广淮阳、百尺二渠，关中的成国渠、临晋陂，河北的戾陵遏、车箱渠，都是当时有名的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少则灌田千余顷、数千顷，多则溉田万余顷、数万顷，对恢复北方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上述措施，到曹操后期北方农业生产已基本得到恢复和有所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有所恢复和发展。这为后来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2．统治机构与职能的调整
① 选官制度
曹操针对东汉察举不实和汉末天下大乱，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从建安八年至二十三年(203－217)，连续五次下令求贤，指出不论身份贵贱、品德如何，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便可选拔为官。如“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这种不拘一格的选官方式，为曹操力克群雄、统一北方奠定了人才基础。
曹操死后，其子曹丕为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接受了颍川士族陈群的建议，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
其办法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作出“品”、“状”，供吏部选官参考。“品”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而评定的等级，分为九品，但上上品为虚设。在德才、门第中，定品时一般依据后者，称“计资定品”。“状”即对士人德才的简短评语，如“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这是东汉后期名士品评人物的制度化。

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既包括“唯才是举”精神，也含有照顾世家大族利益意图，还能做到品、状并重。后来，由于中正官全由士族控制，定品全凭门第，状则可有可无。该项制度成了士族地主垄断选举的工具，为门阀制度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② 中央和地方官制
中央官制的重要改革是设立中书监、令以分尚书之权。东汉以来尚书权重，录尚书省权力尤大，实际上掌管机要，为宰相之任。曹魏置中书令、监，“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遂掌机衡之任，而尚书之权渐减矣”。这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为后来隋唐三省六部制的萌芽。

在地方官制上，将东汉末州牧制度固定化，正式形成州、郡、县三级制度。州刺史(或州牧)成为管辖地方的行政官。不仅如此，自魏开始，州刺史多带将军号，“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再次者为假节。不带将军号的刺史称为“单车刺史”。这种集州级军政大权于一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地方割据趋势。

③ 封国制度

曹操末年，在立嗣问题上犹豫不定。故曹丕为帝后，猜忌兄弟曹植、曹彰等，极力削弱王国势力，“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又设监国之官以监察诸王行迹，“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这种制度一直沿袭到魏末。
三  诸葛亮治蜀与蜀汉后期政局
1．诸葛亮治蜀

蜀汉占有今四川及云贵部分地区，疆域狭小。猇亭之败，元气大伤，南中夷帅又乘机叛乱。刘备死后，后主刘禅年幼继位，才智平庸。诸葛亮于“主幼国危”之际辅佐后主，采取了在《隆中对》中提出的“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措施，使蜀汉国力迅速恢复。

① 重建吴蜀联盟
猇亭战后，蜀吴联盟一度破裂。当时，孙吴乘战胜之威，封锁长江；支持南中夷帅叛乱，以夷帅雍闿为永昌太守；以刘璋之子刘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招降纳叛。这种局面对蜀国十分不利。为了外成二弱(吴、蜀)以抗一强(魏)之势，内绝南中叛乱之外援，诸葛亮于223年十月派尚书邓芝出使东吴，重修盟好。邓芝见孙权，深入剖析联蜀抗魏之利，孙权乃下决心“绝魏，与蜀连和”。自后双方聘问不绝，重归于好。此举为蜀立国争取到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② 内修政理
内修政理，发展经济，是蜀国重新崛起的关键，也是联吴抗曹的基础。为此，诸葛亮大力推行法治和注意发展生产。

在政治上，诸葛亮针对益州地区自东汉以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弊病，严格实行法治，并强调执法公允，“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使社会风气逐渐好转。在他执政期间，蜀国政治在三国中是最好的。陈寿在《三国志》说诸葛亮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这个评价，在三国政治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经济上，诸葛亮充分利用益州固有的有利条件，花了大约五年时间，全力“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并大力发展水利事业，派1200丁专门护理都江堰（都安大堰），以保障成都平原的农田灌溉。当时蜀地农业产量很高，绵竹、广汉一带水田，亩产达30斛以上。手工业方面以盐、铁、织锦业最为发达。成都“家有盐泉之井”，临邛发明“火井煮盐”（用天然气熬盐）。蜀设有司金中郎将、司盐校尉，负责“典造农战之器”和“较盐铁之利，利人甚多，有裨国用”。蜀锦产地成都，“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所产蜀锦驰名全国，远销吴、魏，是军费的一大来源。直到蜀亡，国库尚有锦、绮、彩、绢各20万匹，织锦业之盛可见一斑。
③ 和戎抚夷
蜀汉南部，即今之云贵及川南一带，当时称为“南中”，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总称“西南夷”）。刘备定蜀，置廉降都督控制南中，但统治并不巩固。223年，刘备死、蜀“主幼国危”，南中发生反叛。先是越巂(四川西昌)夷帅高定杀郡将举兵称王，既而牂柯(贵州凯里)郡丞、大姓朱褒和益州(云南晋宁)大姓雍闿也相继起兵。东吴则趁火打劫，在外呼应。蜀汉面临着丧失南中的危险。

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同时派马忠、李恢分进牂柯、益州。在战争中，诸葛亮采纳了马谡“心战为上”的建议，军事进攻与心理攻击并用，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便发生在此时。战后，他在南中地区“不留兵，不运粮”，任用当地夷帅，维持着“纲纪初定，夷汉粗安”的局面。

2．北伐中原
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他率10万大军出祁山(甘肃西和祁山堡)，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响应，关中震动；但因前锋马谡违反诸葛亮节度，丢失街亭(甘肃秦安境)，被迫退军。同年冬，诸葛亮又率众出散关(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宝鸡)，粮尽退兵。229年，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攻占武都、阴平二郡(甘肃成县和文县)。231年，诸葛亮再出祁山，魏将司马懿坚壁防御，蜀粮尽退兵。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进军五丈原(陕西岐山境)，屯田于渭水南岸，与司马懿相持。不久，诸葛亮积劳成疾，卒于军中，蜀汉退军。

蜀、魏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诸葛亮北伐实际是以攻为守争取主动的一种策略。所以，蜀汉的北伐虽然取得过一些胜利，但就全局而言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的。

3．蜀国后期政局
蜀在鼎足三方中，国力最弱，赖诸葛亮苦心经营，才得以与魏、吴并立。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稀相继执政，“咸承诸葛之成规”，政治相对安定。但费祎死后，后主宠信宦官黄皓，沉溺声色，执政陈祗则上讨好后主，下与黄皓勾结，蜀国政局日趋败坏。258年，陈祗死．军政各成一统。黄皓“窃弄机柄”在内，凡不从皓者，均被贬黜；大将军姜维则常年统兵在外，连年兴师北伐，极大损耗国力。蜀国危在旦夕。

四  吴国对江南的进一步开发
东汉时期，江南经济已有一定发展，荆、扬二州人口从西汉时679万增至1053万。汉末中原大乱，约150万北方人民南下，不仅给江南增加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工具和先进技术，这些均为东吴的立国和江南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

1．征山越与屯田
山越是古代越族后裔，散居在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山区。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同汉人区别已经很小。东吴政权从200年到237年的38年间，多次进攻山越，“强者为兵，赢者补户”。其中仅234－237年诸葛恪围攻丹阳山越（分布在今安徽宣城一带），便迫使10万山越人出山。东吴对山越的战争是一种残酷掠夺；但山越出山与汉人杂居，在客观上对江南的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

吴国屯田也有民屯、军屯之分。民屯主要集中于吴郡、会稽、丹阳地区，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管理。毗陵(今江苏武进)是规模较大的民屯地点之一，有数万人在此耕作。军屯设置更广，凡军队驻扎之地，均有军屯，重点集中于长江南北．最大规模的军屯在庐江(今安徽潜山)，有佃兵数千家。吴国屯田的特点：一是时间长；二是屯田与水利开发并举；三是无论屯田还是水利建设，多属开拓性的。因此，吴国的屯田，奠定了江南农业和水利发展的基础，对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作用，不容低估。

2．工商业与海上交通的发展
吴国的官营手工业主要是冶铁、制瓷和造船业。冶铸业以武昌为最发达，225年，孙权曾在这里采铜铁，造千口剑、万口刀。会稽郡的铜镜制造也十分有名。制瓷业中心在浙江地区，瓷器制作水平较汉代有显著提高，青瓷制造技术更为成熟。近年来江苏镇江和浙江衢州等地吴墓出土的青瓷器，为东吴制瓷业的进步提供了实物证据。造船业是吴国最发达的手工业。建安侯官(福建福州)设典船校尉，强迫刑徒造船。所造之船有的上下五层，有的可容纳士兵三千人。

东吴海上交通发达，万人船队经常在北起辽东、南到海南岛的海域活动。黄龙二年（230），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航海到达夷洲（台湾）。这是大陆人民大规模到达台湾的第一次明确记录。与此同时，吴与海外的交往也很频繁，对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江南世家豪族势力的发展
东吴政权是在流寓江南的江北大族和江南土著大族联合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东吴后期，以吴郡顾、陆、朱、张为首的江南大族开始压倒江北大族，在政权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陆氏一门出二相、五侯、十几个将军，四姓子弟及孙氏宗室担任郡县官吏“常以千数”。时人陆凯说：孙权“外仗顾、陆、朱、张”。江南大族成了东吴政权的主要支柱。

东吴政权推行复客制和世袭领兵制来保障世家豪族的利益。所谓复客制，即国家允许官僚大族所占有的佃客免除赋役。其佃客多由国家赐予，也有自行招募的，都不向国家服役纳税。所谓世袭领兵制．即允许大族将领率领的士兵可以世袭。吴国士兵得为将领种地，服各种杂役，实际是将领的农奴。

在东吴政权的培植下，江南世家豪族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了：政治上“势利倾于邦郡”；经济上“储积富乎公室”，“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粱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军事上“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在江南世家豪族基础上形成的吴姓门阀，是后来东晋南朝立国的政治支柱之一。
第二节  西晋的短期统一及其崩溃
一  西晋的建立和统一全国
1．司马氏在魏国专权
自明帝在位（227－239）起，曹魏统治阶级内部谯沛豪族集团与汝颍士族集团间的斗争不断激化。结果士族代表司马懿父子逐渐控制了曹魏军政大权。

嘉平元年(249)，曹爽等人陪魏帝曹芳（齐王）出洛阳城拜谒明帝高平陵，司马懿乘机在洛阳发动政变，把曹爽集团一网打尽，夺取了朝中大权，史称“高平陵事变”。

淮南地区先后三次发生反抗司马氏的兵变：251年，太尉王凌在扬州起兵，以曹操子楚王彪为帝，“以兴曹氏”；255年，魏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又魏太后名义，指责司马师“纂弑”，起兵讨伐；257年，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率军10余万据寿春起兵，并联合东吴，共同反对司马昭。史称“淮南三叛”。但通过镇压兵变和以酷刑镇压党附曹氏的大臣，司马氏的势力反而更为强大。

260年，魏帝曹髦（高贵乡公）“见威权日去，不胜其愤”，对臣下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于是率僮仆数百向司马昭进攻，结果被杀。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元帝)，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
2．灭蜀和西晋建国
263年司马昭派邓艾、诸葛绪、钟会率18万魏军三路攻蜀。时蜀姜维驻军陇上沓中(甘肃临潭南)，闻钟会已至汉中、诸葛绪至武街桥头(甘肃成县西)断其后路，乃率军退回剑阁，抵抗钟会军。邓艾率军轻装出阴平道(从甘肃文县到四川平武)，通过700余里无人之地入蜀，连攻江油、涪城(绵阳)、绵竹(德阳北)，进逼成都。后主刘禅出降，蜀亡。
265年，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自己称帝(是为晋武帝)，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
3．西晋灭吴统一全国
252年，孙权病死，孙吴政局动荡。263年，暴君孙皓继位，政治极端腐败。蜀汉灭亡，西晋在益州大造舟舰，准备伐吴，但孙皓却漠然处之。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晋军大举伐吴，步骑20余万分五路直指建业、夏口、江陵等地。王濬率水军自巴蜀顺江而下，直逼吴都建业。太康元年(280年)三月，孙皓出降，吴亡。中国经过90年的分裂后又重新统一。
二  晋武帝与“太康之治”
晋武帝在位时(265－290)，颁行了许多重大政治、经济措施并取得一些效果，但同时也埋下了一些隐患。

1．占田制的颁行与社会经济的恢复
① 革除曹魏积弊

曹魏后期，屯田制渐遭破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64年，魏元帝下诏“罢屯田官”。次年，司马炎称帝重申前令，正式废除民屯。泰始四年(268)，晋武帝颁“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五条诏书。之后，下诏郡国守相“劝务农功”、“务尽地利”，发展农业生产。平吴当年，改元“太康”，采取推行三项重大措施：一是原东吴国地区“其牧守以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以简易”，尽快安定社会秩序；二是“诏天下罢军役”，对军队进行整编和复员；三是颁行占田制度。
② 颁行占田制度（280）

占田制度是西晋王朝的基本经济和财政制度。主要包括土地占有、赋税征收和贵族官僚经济特权等方面的法规。

1）占田和课田制。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男女16至60岁为正丁）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男女13至15岁和61至65岁为次丁）半之，女则不课。”所谓占田，是指普通民户向政府登记所占有的土地限额，并非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课田则是民户必须向政府交纳课税的田亩数目。《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计亩收谷八升，是曹魏的2倍。

2）户调式。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高出曹魏50 %。边郡民户，纳正额三分之二，更远者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交纳“责布”，户一匹，边远地区纳一丈。

3）品官占田荫亲客制。规定：一品官可占田50顷，以下每品递减5顷，至九品占田10顷；一品官到九品官可按官品荫佃客15户到1户、衣食客3人到1人；贵族官僚可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世。此外，有王、公、侯爵者，还可以获得京城宅舍一处、、近郊田地15顷到7顷。
占田制是将土地同劳动力相结合，将保护和限制地主利益相结合，以保证封建政府财政收入，并对土地和赋税实行有效管理的一种封建土地制度。它并不是将土地授给农民，只是承认其合法占有土地的限额。其占田数高于课田数，有鼓励人民占田开荒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但占田制中自耕农赋税负担大大增加；按官品占田，巩固和扩大了地主特权；对超限占田和土地买卖没有处置措施，为地主兼并土地留下了法律漏洞，这些问题暴露了占田制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本质。

③ “太康之治”

西晋统一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史称“太康之治”。据干宝《晋纪·总论》：“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阊不闭，民相遇如亲，其匮乏取资于道路，故于是有天下无穷人之谚。”《晋书·食货志》也说：“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些描述显然有溢美之处，但多少反映了太康年间的繁荣景象。

3．诸侯王权力的加强
魏晋政权的轻易更替，被错误地认为曹魏灭亡是没有宗室藩卫所致。所以西晋统治者在放纵门阀士族的同时，也担心司马氏政权被异姓所篡夺。为此，晋武帝于建国之初便分封了27个同姓王。开始是允许诸王自选王国长吏。随后又规定王国按户数多少置军：大国2万户，置上、中、下三军，5000人；次国万户，置上、下二军，3000人；小国5000户，置一军，1500人。以后，“更制户邑”，增加封国户数，并逐步用诸王都督各州军事，假节，得斩违军令者。这样，诸王不仅掌握了封国中的军政大权，而且控制了相当多的军队。西晋分封宗室的目的是藩卫皇室；但后来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诸王大都卷入了争夺中央权力的斗争，反而削弱了中央皇权的统治。

4．门阀政治的初步形成
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特权的阶层。它萌生于东汉，发展于三国，形成于西晋。西晋建国的社会基础是士族，所以，它的政治、经济制度自然是保护士族地主利益的。

五等爵制的制定和九品中正制的蜕变是门阀制度形成的政治条件。五等爵位制由曹魏末年司马师委托裴秀制定，当时受封的600余人均为实力雄厚的士族，最大的是贾、裴、王三家。五等爵制成了西晋九品中正制选人的依据。由于“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中正“计资定品”，只重门第，不问乡议(德行)，因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对此，一些直臣如司隶校尉刘毅、司徒卫瓘等曾给予严厉抨击，并要求废除九品中正制。但晋武帝却借口“法宽有由，积之在素”，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使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现象愈来愈严重。
    士族在经济上还享有法定（品官占田荫亲客制）之外的特权，在教育上也享有特殊权利。晋武帝不仅遣散部分部分出身寒门的太学生，而且专为“国之贵游子弟”设立 “国子学”。到晋惠帝时更具体规定只准“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子)学”。 

西晋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将世家大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固定下来，但门阀政治的形成，不仅未能解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反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制造了一系列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和斗争，决定和影响着以后历史的发展，成了两晋南北朝政治演变的主要内容。

三  “八王之乱”和西晋的灭亡
1．西晋统治者的腐化
在经济较大发展、社会较为安定的“太康之治”表象之下，西晋社会的一些隐患也日益显现出来。晋武帝于平吴后，开始滋长“骄泰之心”，“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以至其后宫嫔妃“殆将万人”。皇帝带头，上行下效，奢侈成风。如何曾父子日食一二万钱，任恺每餐万钱，王恺、石崇则以“斗富”互比奢侈。他们不仅奢侈成性，而且公开抢劫、杀人。石崇做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王恺设宴，客人饮酒不尽，便杀劝酒侍婢。刘毅弹劾何曾“侈汰无度”，晋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傅咸上疏指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请求制止，晋武帝无动于衷。

与生活腐朽相偕而行的必然是政治腐败。及晋惠帝（290－306在位）时，“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太康年间的升平气象已荡然无存。

2．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
晋惠帝是白痴，无执政能力，即位后由外戚杨骏（惠帝外祖）和汝南王司马亮共同辅政。不久，惠帝母杨氏将司马亮赶到许昌，“凡有诏命，帝省讫，入呈太后（杨氏），然后乃出”；而辅臣杨骏“为政严碎，愎谏自用，不允众心”，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由是引起“公室怨望，天下愤然”。291年，惠帝后贾氏先密召都督荆州的楚王玮入京，杀杨骏，废杨太后，用司马亮、卫瑾辅政，接着指使楚王玮杀司马亮、卫罐，又以“矫诏”罪名杀掉楚王玮，贾后自专国政。296年，赵王伦应诏入京，取得贾后信任，掌握禁军和朝政。299年，贾后废太子司马遹。次年，赵王伦先用计使贾后杀太子，然后以替太子报仇为名，杀贾后及其党羽。
301年，赵王伦自称皇帝，齐王冏(镇许昌)、成都王颖(镇邺)、河间王顒(镇关中)等起兵讨伐赵王伦。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残杀立即演变成公开内战。直到306年，东海王越入朝杀司马颖，毒死晋惠帝，诸王力量消耗殆尽，混战才告结束。
在这一连串的政治残杀和公开内战中，先后有八个宗室王参与其中，故“八王之乱”。这场长达16年的内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摧残，广大人民转死于兵燹沟壑之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统治阶级自身力量也大大削弱，无力对付流民起义及少数民族起便，西晋王朝迅速走向灭亡。

3．流民起义
晋末“八王之乱”及随之而来的饥馑、瘟疫，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流徙。流民总数，见于正史记载的，达30余万户。这些离乡背井的流民，受到当地官府、豪强的欺凌和驱逐，求生无望，只有铤而走险。从301年起，各地相继爆发的流民起义有二三十次。大规模的起义有：李特、李雄起义，张昌起义、王如起义、杜弢起义等。

3．“五胡乱华”与西晋的灭亡
① “五胡”的内迁与分布

东汉以来，原居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逐渐迁居内地，到魏晋时，形成内迁高潮。当时内迁的种族很多，其中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合称“五胡”。

匈奴大致分布于晋、陕、甘地区。鲜卑散居于辽东、辽西、内蒙古、山西、甘陇一带。羯居于山西东南部太行山区。氐先居于川、陕、甘交界处，后辗转于益州、关中等地。羌由甘、青东移陕西。賨由湘、渝山区向西、北迁移。史称，当时“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内迁各族深受魏晋统治者的歧视、压迫与奴役，“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怨怒思乱”，反抗事件不断发生。为此，江统等提出“徙戎”主张，要求把内迁各族迁出塞外。及西晋内乱，统治者自顾不暇，各族上层分子纷纷起兵反晋，其中匈奴刘渊和羯人石勒起兵最早。

② 刘渊起兵

永兴元年(304年)，刘渊在左国城(山西离石北)起兵，不到20天，便发展到5万人。他一面称汉王、建国号汉、定都离石(山西离石)，一面又称大单于，故“胡”汉各族归附者甚众，队伍不断壮大。多次，打败司马腾的进攻，攻占太原、泫氏、屯留、长子、平阳，徙都蒲子(山西隰县)。

刘渊称汉王时，石勒与马牧汲桑也在河北攻打郡县，释放囚徒，招集逃亡，并攻下邺城，杀司马腾和晋军万余。后汲桑战死，石勒投奔了刘渊。刘渊起兵第三年，骸县(山东黄县)令刘伯根以宗教作号召，举兵反晋。东莱 (山东掖县)士族王弥率家僮响应。后刘伯根战死；王弥进攻洛阳失败，也投奔了刘渊。刘渊势力迅速壮大，发展到山东、河北等地。
③ 西晋的灭亡

308年，刘渊称帝，迁都平阳(山西临汾)。310年，刘渊死，子刘聪杀兄刘和自立。311年四月，石勒在苦县（河南鹿邑）消灭晋军10余万；六月，王弥、刘曜攻下洛阳，杀王公以下3万余人，俘获晋怀帝。至316年，刘曜围长安，晋愍帝出降，西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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